
　 第 ２５ 卷　 第 ６ 期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双月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６
Ｎｏｖ. ２０２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５０４ ／ ｊ. ｃｎｋｉ. 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２７００. ２０２３. ０６. ００７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孙忠娟， 卢　 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３－０３－３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３－０６－１２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北京市企业数字能力的测评与提升机制研究” （２１ＧＬＢ０２２）
作者简介： 孙忠娟 （１９８５—）， 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卢燃 （１９９９—）， 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摘　 要： 数字化转型正在冲击和颠覆传统市场， 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主题。 基于文献综述系统梳

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以及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比分析，
并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能力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 包括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

路径。 在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关键驱动前因， 通过数字动态能力中介机制，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非数字资源驱动型路径中， 政府支持、 环境因素、 意义构建、 组织多元化管理

和政治关联等非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通过融资能力、 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中介机制， 驱动企业数

字化转型。 未来可以深入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水平测度、 群体转型差异和实现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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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 工业世界逐渐转型成为数字世界。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 年） 》 显

示， 中国数字经济自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实现显著增长， 规模从 ２７ 万亿增至超过 ４５ 万亿， 数字经济在整个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中的比重提升至 ３９. ８％。 这组数据充分证明了数字经济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

大贡献。 在此背景下，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２０２１ 年， “十四五”
规划纲要强调 “加快建设数字经济” “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２０２１ 年， 《 “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为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数字化转

型等问题指明方向。 ２０２３ 年，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强调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式变革”。 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 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明确指引和

强有力的支持。
与此同时， 数字化转型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进展［１］， 但在研究结果的整合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２－３］。 一方面， 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驱动视角、 数据驱

动视角和组织变革视角对数字化转型进行探讨和诠释， 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４－６］； 对于数字化转型水平

的测度研究也缺乏整体把握。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多基于单一理论进行分析， 缺乏对数字化理论体系的

整合和基于中国情境理论对数字化转型支撑的探讨。 此外， 虽然已有研究对数字化转型所需资源、 影响

因素和转型过程进行了探究［７－８］， 但是对转型驱动前因、 中介机制尚缺乏整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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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 本文基于 “是什么” 和 “如何做” 的逻辑思路， 从微观企业层面系统梳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

研究， 为持续推进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启发。 首先， 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研究进

行全面梳理， 初步厘清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 同时提供多种测度方法， 有助于准确理解和

度量数字化转型并为建立统一的概念框架提供基础。 其次， 将数字化转型置于理论框架中， 探讨数字化

理论基本体系和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作用， 为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提

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论依据。 再次， 通过对比不同类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揭示数字化转型的个体化

差异。 以上研究从多维度剖析诠释数字化转型 “是什么” 的问题。 最后， 基于彭罗斯 （Ｐｅｎｒｏｓｅ， ２００９） ［９］

提出的 “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 的研究范式提出包含驱动前因和中介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
回答数字化转型 “如何做” 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以期推动该领域持续深入

发展。

二、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测度

（一）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

到目前为止， 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驱动视角、 数据驱动视角和组织变革视角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

行探讨和诠释， 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４－６］。 具体而言， 技术驱动视角认为， 数字化转型是由数字技术的出

现和发展推动的［１０］。 基于该视角研究的学者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数字技术带来的业务流程的转

变［１１－１３］。 这些学者认为， 数字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通过数字技术应用能够优化业务流程、 提

高协作效率， 增强用户体验并创造额外价值［１４－１８］。 企业必须不断运用新技术以适应数字经济新发展［１９］。
数据驱动视角认为，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在于数据资源的管理， 数字技术只是实现数据价值的手段［２０－２１］，
数据生成、 数据交换、 数据分析和将数据转换为可操作信息是数字化转型的必备和重要能力［２２］。 基于该

研究视角的学者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通过使用各种数据信息触发其能力和设计的改变以实现企业目

标的过程［２３］。 数据驱动视角强调数据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企业需要收集、 整合、 分析和利用各种数据来

支持企业的转型升级［２４－２５］。 组织变革视角认为， 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持续的组织变革过程［２６－２７］， 重点是在

引发组织层面的重大转变， 涉及组织战略、 结构流程和组织文化等诸多方面， 企业需要不断调整组织结

构， 创新流程设计， 以适应市场需求和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２８］。 基于该视角研究的学者将数字化转型定

义为一种持续的战略更新和组织变革过程， 利用数字技术重构组织文化、 商业模式和协作方法等［８］。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发现， 尽管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定义的侧重点不同， 但都认为数字技术是数字化

转型的核心工具， 目的是为组织带来某些方面的转变。 基于此， 本文结合技术驱动视角、 数据驱动视角

和组织变革视角的研究， 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资源分析， 使企业的多重

属性 （如业务流程、 组织结构、 商业模式、 与其他行动者的连接方式等） 产生重大转变， 从而能以一种

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的的过程。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 数字技术驱动

数字化转型是以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的， 包括 ５Ｇ 网络、 边缘计算、 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

据、 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来源和信息化服务，
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理解市场、 客户和业务， 并以此为基础， 优化业务流程、 开拓创新模式和构建新型

协作关系等， 深刻地改变了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各方面［５，２９］。 这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

融合， 构成了熊彼特的 “颠覆性创新力量”， 激发了新商业模式、 新市场机会和新产业生态系统的形成，
已成为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最重要推动因素［３０］。

２. 数据资源为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数据规模不断扩大， 涉及领域不断拓展， 涵盖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

数据等多种类型［３１］。 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也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竞争资源。 相比于传统资产， 数据

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成本较低， 具有低边际成本的特性［３２］。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数字技术的潜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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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依赖于数据资源， 因此， 获取和分析数据用于决策的能力至关重要［２４］。
３. 多重属性的转变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升级， 而是涉及企业多重属性的重大转变， 包括对其核心业务流程的

重新设计、 对组织结构的调整、 对商业模式的创新等［８］。 这些属性的转变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 其目的

是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降低成本、 提高客户体验等， 从而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组织目标。 因此， 数字

化转型是一项涉及多方面、 多层次、 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过程， 需要从整体考虑， 并在不同层面实施相

应变革［２８］。
４. 面向未来的战略

数字化转型是一种战略性长期过程， 企业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时， 需要结合未来市场环境的快速

变化， 不断进行技术迭代和创新以满足未来市场需求， 并随时调整发展方向以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目

标［２８］。 因此，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需要企业建立持续创新和变革的能力， 实现从

短期利益主义到长期发展主义的逻辑重塑，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３３］。
综上所述， 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 是一个系统性、 综合性的变革过程， 数字技术是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数据资源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企业数字化转型涉及重新设计核心业

务流程、 调整组织结构、 创新商业模式等多个方面。
（二） 数字化转型的测度研究

企业数字化成熟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是指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完成程度［３４］， 包括数字化就绪

度、 数字化强度和数字化贡献度等多个方面［３５］。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扩展， 数字化成熟度这一

概念逐渐得到重视。 为了测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开发了数字化成熟度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尚蒂娅和赫斯 （Ｃｈａｎｉａｓ ＆ Ｈｅｓｓ， ２０１６） 总结了国际上 ３６ 个与数字化成熟度相关

的模型， 并在进一步筛选后最终选择 ２０ 个相关模型作为分析对象以评估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水平［３４］。 王核

成等 （２０２１） 在此基础上， 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背景和社会基础， 进一步归纳分析了 １５ 个具有借鉴

意义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 并据此开发出研发和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３５］。 本文在以上学者归纳

研究的基础上， 根据数字化基础设施、 组织文化和业务流程、 数字化生态发展等研究视角将数字化成熟

度模型进行分类， 旨在全面把握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影响因素， 从而提供现有测量模型

的综合概述。
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视角对数字化成熟度的研究重点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技术

能力。 在该研究视角下，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关键过程域主要涉及企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投入程度、 数

字化产出和技术标准化等评估要素［３６－４１］。 通过对以上要素进行评估， 企业能够全面了解自身数字化基础

设施和技术能力水平，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数字化投入， 保持并提升企业数字能力的时序性和迭代性，
打造数字竞争力［３６－３７］。

基于组织文化和业务流程视角对数字化成熟度的研究， 重点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组织治理、
业务流程和人才资源等内部要素水平。 在该研究视角下，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关键过程域主要涉及数字

化业务流程、 数字文化、 数字人才等评估要素［４２－４６］。 通过对以上要素进行评估， 企业可以全面了解其治

理、 文化、 运营和人才素质等水平， 以提升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为核心驱动自身不断调整数字化转型策

略， 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４２－４３］。
基于数字化生态发展视角对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研究， 重点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价值链生

态和客户满意度等外部能力。 在该研究视角下， 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关键过程域主要涉及数字化战略、
价值链及生态系统建设、 数字化商业模式等评估要素［３５，４７］。 通过对上述要素评估， 企业可以优化自身价

值链生态系统， 与供应商、 分销商、 客户等合作伙伴建立深度关系， 提升自身强链接能力和协同能力，
通过与更多的价值创造单元跨界协作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４７］。

综上所述， 本文从数字化基础设施、 组织、 文化和业务流程、 数字化生态发展的视角对数字化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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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型进行了分类总结。 尽管不同研究视角下的评估模型之间存在要素交叉， 但它们对数字化转型评估

的侧重点不同。 这些模型有助于企业全面了解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 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数

字化投入和策略调整， 以提升企业的数字能力和竞争力。 然而， 现有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存在一些共性问

题。 首先， 尽管不同模型的评估要素之间存在重复和交叉， 但其是基于不同行业或企业集群设计的， 缺

乏统一的评估框架和标准， 使得不同模型的评估结果之间难以比较和衡量。 其次， 现有数字化成熟度模

型大多是由国外研究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中国情境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一定的适用性问题。
未来关于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测度研究还需要更多跨学科交叉和实践经验的积累， 建立统一评估框架和

标准并融入中国情境因素进行设计。

三、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

本文概述了现有数字化理论基本体系和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 数字化理论基本体系

包括数字平台理论［４８］、 数字生态系统理论［４９］、 数字架构理论［５０］、 数字集成能力理论［５１－５２］ 和动态能力理

论［５３］。 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包括和谐管理理论［５４］ 和非对称创新理论［５５］。
（一） 数字化理论基本体系

１. 数字平台理论

数字化转型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企业创新和保持竞争力的方式［５６－５７］。 然而， 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

潜力， 企业需要应用数字平台。 数字平台理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数字平台是各方参与者沟通

交流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场所［５８］， 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汇聚载体， 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 可以促进跨界融

合、 资源共享和多元创新［４８，５９］。 该理论强调了数字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和控制公司范围之外的数

字化资源， 通过促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跨边界协调和演化创造价值［４９］。 基于该理论， 现有研究关注数字

平台服务、 商业模式演进［６０－６１］、 价值创造［６２－６３］、 平台治理［６４］ 等问题。
２. 数字生态系统理论

根据数字生态系统理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各参与主体之间的

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改变， 一种全新的商业环境应运而生———数字生态系统［６５］。 数字生态系统具备多边协

调和互补性， 不存在完全的层级控制和约束［４９，６６－６７］。 在这种新型商业环境下， 各参与主体能够充分发挥

自身优势， 并通过协同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该理论认为， 数字生态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组织构成的松散

网络， 这些组织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连接［６８］。 该理论揭示了在数字生态系统内， 信息资源的互通共享、
价值共同体的构筑以及主体间的互补效应等对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作用［５３，６９－７０］。 基于该理论， 现有研

究关注利益相关者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６９，７１］、 生态系统迭代演进［７２］、 生态系统治理和开放性［７３］ 等问题。
３. 数字架构理论

数字架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开发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采取更渐进的方式实现全面的数字服

务化转型至关重要［６０］。 数字架构理论指出， 数字技术推动产品架构演化， 从传统的集中式架构转变为分

层模块化架构。 这一理论强调数字架构的核心地位， 将设备、 网络、 服务、 内容等不同的组成部分整合

成松散耦合的层次结构， 从而构建出更为灵活、 可扩展和可理解的产品模块化体系结构［５０，５７］。 数字架构

理论认为， 分层模块化架构可以促进产品架构变革， 增强产品的扩展性， 降低架构复杂度， 并允许企业

之间更高程度的连接和协作［５４］。 基于该理论， 现有研究关注数字化资源重组［７４］、 平台模块重组［７５］ 等

视角。
４. 数字集成能力理论

数字集成能力理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认为，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单纯地应用技术， 而是

需要协调和整合数字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资源， 包括技术、 数据、 人员、 资金等方面， 以形成一个协同整

体， 数字集成能力则是企业协调和整合各种资源的综合能力［５１－５２］。 该理论表明， 数字化转型的成功取决

于企业的数字集成能力， 特别是组织协调生态资源、 调整生态治理结构以及协调参与者活动的能力。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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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集成能力有助于企业降本增效， 促进数字生态系统内的协同创新和转型［５１－５２，７６］。 具备数字集成能力的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容易占据有利的生态位置， 实现生态联盟的战略目标， 从而获得长期商业利益［５１］。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集成［７７］、 价值获取［５１］ 等视角。

５. 动态能力理论

动态能力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积极应对和适应变化的能力， 通过整合、 构建和重新配置内外

部资源保持竞争优势［７８］。 数字经济情境下， 动态能力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７９］。 该理论认为， 动

态能力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８０］。 企业通过持续调整关键决策［５１］， 建立灵活的商业模式及战略规划［５３］，
从而促进数字化转型［８，５１］。 该理论对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建立和维持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５１，５３］。 基于该理论， 现有研究关注其对数字化转型［７９，８１］、 国际化进程［８２］ 等方面的影响。
（二） 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

１. 和谐管理理论

和谐管理理论是一种以系统演化观为基础的组织管理理论， 强调在不确定性、 多样性、 具有多重意

义的环境中实现组织与环境的和谐共生［８３］。 和谐管理理论不仅整合了东西方管理智慧以推动理论创新，
还采用扎根理论的思维方式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进行提炼和理论化。 因此， 对中国情境下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持［５４］。
基于该理论 “主题导向下和则、 谐则进行耦合” 的管理思想， 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 需

要遵循四个关键法则。 第一， 制定愿景和使命， 基于环境变化和未来趋势制定数字化转型的愿景和使命。
第二， 辨识和谐主题， 根据当前情境辨识并调整现阶段发展目标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以适配数字化转型目

标。 第三， 构建和谐体系， 在特定的和谐主题下构建适当的和则与谐则体系以及耦合方式， 并在发展中

根据环境和运行情况不断进行动态调整。 第四， 动态调整和谐体系， 根据数字化转型的演化阶段， 动态

调整和谐体系， 直到进入下一个 “愿景和使命—和谐主题—和则与谐则体系—和谐耦合” 的循环。
２. 非对称创新理论

基于中国企业市场形态、 制度形态和技术体制的独特性背景， 非对称创新理论提出中国企业通过识

别和重新定义非对称资源逐步获取竞争优势以实现创新追赶的创新战略［５５］。 这种创新战略跳出国际市场

上主流的 “游戏规则”， 从国际领先竞争对手不重视的要素出发构建竞争优势， 为后发企业在市场、 制度

和技术要素存在不对称性的情况下实现创新追赶提供了战略思路［８４］。
在中国情境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属于后发企业的创新追赶过程。 虽然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已经取得

了一些进展，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数字化水平仍然相对落后［８５］。 基于此， 非对称创新理论为中国情境下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四个方面的引导。 第一， 采用非对称的学习方式， 摆脱以往追随式学习方式，
积极构建全球知识网络， 快速掌握技术和市场趋势， 加快数字化转型。 第二， 采用非对称的组织设计，
通过模块化切割组合， 快速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 提高转型的适应性。 第三， 采用非对称的制度设计，
改革内部制度， 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和市场认可度。 第四， 采用非对称的追赶路径， 结合企业自身优势

和不足， 根据行业和市场变化采取适配的数字化转型策略， 优化转型路径。
综上所述， 两种理论体系相辅相成， 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引领和指导体系。 数字化转型的五

种数字理论体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框架， 为企业从战略、 组织、 技术、 人才等多维度全面

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数字化转型的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情境基

础和政策导向， 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好地把握机遇和挑战， 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数字竞争优势。

四、 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对比

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所有制、 资源基础、 经营目标、 经营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数字化转

型表现也有所不同。 现有文献主要从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 治理效应和创新效应三个视角探讨国有企

业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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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

由于在经营目标和资源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经

济表现［８６］。 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和研究要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国有企业

具有一定的行政性［８７］， 更关注社会和政治目标［８８］， 利润导向较民营企业更弱， 并且具有优厚的资源基

础， 致使其挖掘数字技术价值的变革动力不足［８６－８７］， 难以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带动效应。 例如，
郑博文等 （２０２３） 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 Ａ 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生

产效率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８６］。 赵昕等 （２０２３）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背景下， 进一步

基于企业投资行为要素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发现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

脱虚向实的提升作用更强， 更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８７］， 在资本市场中则体现为股票流动性水平的明显增

升［８９］。 另一种观点认为， 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产权性质， 能更有效落实和把控国家的数字化相关政

策［９０］， 并在短时间内充分激发现有资源活力， 满足数字化转型对持续投入资源的要求［９１］， 从而提升企业

绩效［９２］。 例如， 李琦等 （２０２１） 基于多维财务指标对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 数字化转

型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优于非国有企业［９１］。 杨白冰等 （２０２３） 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

响， 发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结构的优化作用更大， 这意味着国有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更

好地调整和优化其员工组成和就业结构， 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经济效益［９０］。 总的来说， 国有企业虽然在资

源保障和政策执行方面具备优势， 但可能缺乏充分的转型变革动力， 而民营企业虽然转型变革动力更为

强烈， 但面临着紧张的资源限制和市场竞争压力， 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经济表现还需根据特定研

究情境进行分析。
（二） 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

由于国有企业具备社会属性， 并且具有更优质的资源基础和经营环境，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应更显著［９３］。 具体而言， 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降低经营风险、 促进风险承担以

及提升 ＥＳＧ 责任表现方面表现出更优越的治理效应。 在风险治理绩效方面， 鲁学博 （２０２３） 以中国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 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具有资金优势、 政策

支持和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 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丰裕资源保障， 从而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在降低企

业经营风险方面的作用［９３］； 刘少波等 （２０２３） 进一步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 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产生 “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企业价值增加—资源约束放松—风险承担水平增加”
的良性循环， 相较于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带来更强的资源效应， 从而对风险承担及其价

值的提升作用更大［９４］。 在责任治理绩效方面， 胡洁等 （２０２３） 研究得出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

企业的 ＥＳＧ 责任表现都具有促进作用， 但国有企业由于资源优势和承担的使命担当， 其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 ＥＳＧ 表现促进作用更大［９５］； 王海军等 （２０２３）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政策响应能力和社会责任履行意愿

更强， 因此利用数字化转型提高 ＥＳＧ 责任表现更为主动［９６］。 由此可见， 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提升风

险治理绩效和责任治理绩效方面表现更为优越， 进一步强调了其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领

导地位和优势。
（三） 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效应

由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源保障、 运营目标和转型风险方面存在差异，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创新

效应也不同。 国有企业由于资源优势和较低的转型风险， 更容易在数字化转型中持续投入大量资源［９７］，
注重创新的可持续性发展； 而资源相对受限的民营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更高的转型风险［９８］，
因此更倾向于追求短期利润和技术难度较低的创新项目［９７］。 这些差异导致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更能

发挥创新潜力， 提升创新绩效。 根据肖土盛等 （２０２２） 的研究， 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

业中更加明显［９９］。 张国胜和杜鹏飞 （２０２２） 进一步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 研

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虽然促进了两类企业的技术创新数量， 但显著抑制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 而国

有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无显著影响， 这表明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９７］。 此外，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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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不同类型的创新展开了更为细致的研究。 贾西猛等 （２０２２） 重点研究开放式创新 （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发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积极影响更大［１００］； 孟猛猛等 （２０２３） 聚焦于绿色创新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研究得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９８］。 卓和陈 （Ｚｈｕｏ ＆ Ｃｈｅｎ， ２０２３）
则针对中国企业面临的创新困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研发生产力效应， 研究结果

显示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国有企业释放研发活动的生产力［１０１］。 由此可见， 国有企业更受益于数字化转型

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在开放式创新、 绿色创新和释放研发活力的生产力效应方面， 国有企业

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效应。

五、 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

彭罗斯 （Ｐｅｎｒｏｓｅ， ２００９） 基于企业资源与能力交互的观点， 提出 “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
的研究范式［９］。 在该范式中， 企业资源的充裕程度决定企业能力大小， 而企业能力大小又制约着企业成

长路径、 成长速度和成长极限， 形成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本文根据以上研究框架， 提出数字化转型实现

机制 （如图 １ 所示）。 企业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支撑， 企业能力作为关键中介， 是数

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总结发现， 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主要包括数

字技术［１０２－１０４］、 数据资源［７９，１０５］、 政府支持［１０６－１０８］、 环境因素［１０９－１１０］ 等。 根据以上资源的不同属性， 本文

提炼出数字资源驱动型和非数字资源驱动型两条数字化转型实现路径。

图 １　 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一） 数字资源驱动型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资源驱动数字化转型路径中，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企业转型的关键驱动前因， 通过建立

和提升动态能力这一中介机制，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构建持续战略更新的动态能力的过

程， 是企业在数字时代生存的当务之急［８］。 基于对传统行业企业的多案例探索分析， 有研究得出数字资

源有助于企业及时感知市场动态、 增强响应客户需求和挖掘市场机会， 促进企业建立数字感知、 数字捕

获和数字重构等多方位的新型动态能力组合［８，５３，１０２，１０５，１１１］， 全面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马鸿佳和王亚婧

（２０２２） 进一步指出大数据资源是企业数字动态能力形成的资源基础， 有利于企业强化数字感知、 利用和

重构能力，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和新路径， 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１０５］。 具体而言：
第一， 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数字感知能力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作为关键中介， 通过提高

企业数字敏感性， 推动数字化转型， 最终带来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或服务绩效。 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为

企业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平台， 基于平台数据资源的快速获取分析有利于促进感知能力的形成， 从而实现

对外部环境的实时感知和洞察［８，１１２］。 索莱克和卡梅尔兰德 （Ｓｏｌｕｋ ＆ Ｋａｍｍｅｒｌａｎｄｅｒ， ２０２１） 通过对德国、
奥地利和瑞士家族企业进行研究发现， 在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 企业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开

发和应用以及数据的增强管理， 通过实时扫描数字化发展趋势了解未来可能出现的数字商机［１１３］。 焦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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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对京东集团的案例研究也表明， 通过机会感知能力激活数据分析平台， 能够实现数据的采集提

取、 智能分析和质量监控， 感知数字商业机会， 从而驱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７９］。
第二， 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数字捕获能力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ｅｉｚ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作为关键中介， 通过提高

企业决策有效性， 推动数字化转型， 最终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销售绩效。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 企业

能够建立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快速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
实现智能化决策辅助［１１４］， 从而更好地捕获市场机遇和发展机会。 焦豪等 （２０２１） 指出以数字技术为工具

的辅助决策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处理大量数据， 增强其在复杂环境中的数据分析和利用能力［７９］。 通过自动

化决策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更有效的指导， 从而能够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 捕获新的市场需

求和发展机遇， 并降低转型风险［８，１０５，１１５］， 进一步利用捕获的机遇将数字技术整合到产品和服务中， 实现

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增长［１１３］。
第三， 数字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数字重构能力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作为关键中介， 通过

提高企业变革灵活性， 推动数字化转型， 最终实现生态合作绩效的提升。 根据沃纳和瓦格 （Ｗａｒｎｅｒ ＆
Ｗäｇｅｒ， ２０１９） ［８］ 的研究， 数字重构主要涉及组织结构变革和发展逻辑重塑。 一方面， 数字技术为组织变

革提供了更加高效的工具和平台， 赋能企业重新设计组织架构并打破数据资源壁垒， 实现组织结构和资

产的持续战略更新［１０５，１１５－１１６］， 从而推动企业以数字化转型目标为指引实现适应性匹配和重构［７９，１１３］。 另一

方面，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打通不同单元协作屏障的数字生态系统逐渐涌现［１１７］。 企业需要重构竞合边界和

发展逻辑， 建立融合共生的发展理念， 通过积极参与数字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过程， 与新的合作伙伴共

同探索新的商业机会和创新方式， 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８］， 最终提升生态合作效益［５１］。
综上， 在数字资源驱动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中，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赋能企业建立集

数字感知能力、 数字捕获能力和数字重构能力三位于一体的新型动态能力， 新型动态能力作为资源驱动

成长路径中的关键中介机制， 促使企业及时抓住转型机遇， 不断更新组织结构、 协作方法和商业模式，
使企业生产和供应等价值逻辑发生重大改变， 从而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最终提高企业在数字产品

和服务等方面的财务绩效以及在生态合作方面的非财务绩效。
（二） 非数字资源驱动型数字化转型

虽然数字技术、 数据资源等数字资源在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但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驱动前因是多方面的， 并非完全依赖于数字资源。 一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受到了其他非数字资

源的力量驱动。 在非数字资源驱动数字化转型路径中，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支持、 环境因素等

方面。
在政府支持的驱动效应中， 政府政策带来的支持资源作为驱动前因， 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关键

中介［１０６－１０８］， 通过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弥补创新缺口， 推动数字化转型。 一方面， 政策支持能够纾解企业

的融资约束困境， 对数字化转型起到资金缓解和财务稳定作用［１０８］， 同时通过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帮助企

业扩大融资来源， 提升融资能力， 有助于企业加大转型投入， 推进数字化转型， 最终提升市场价值［１０７］。
另一方面， 政策支持能够弥补企业的创新资源缺口， 并通过创新绩效考核机制优化企业创新行为， 提升

企业创新能力， 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把握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机遇，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１０６－１０８］。 吴非等

（２０２１） 研究指出财政科技支出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稳定财务状况， 进一步从 “投入－产出” 层面优

化企业创新行为， 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并带来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１０７］。 陈和和黄依婷 （２０２２） 则

从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的角度剖析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新

补贴显著激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缓解融资约束、 增加研发投入及提升创新产出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正向

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１０６］。 成琼文和丁红乙 （２０２２） 基于 “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志企业” 协同治理视

角， 探索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税费减免对传统资源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结果表明两种政策都能通

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 创新驱动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１０８］。 由此可见， 政府支持资源

作为驱动前因能够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冲破企业创新桎梏， 提升企业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 从而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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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充裕的资金保障并推动技术创新发展，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在环境因素的驱动效应中，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绿色生态发展需求作为驱动前因， 创新能力作为关键

中介［１０９－１１０］， 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意愿， 驱动数字化转型。 在营商环境的驱动效应中， 营商环境是一种不可

替代的生产要素， 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 提高了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

入意愿， 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驱动数字化转型［１０９，１１８］。 根据史宇鹏和王阳 （２０２２） 的研究， 城市营商

环境的改善不仅能够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概率， 而且能够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深度， 作者进一步指出营

商环境改善通过促进企业创新、 降低企业成本和提高企业信心等方式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１０９］。 在绿

色生态发展需求的驱动效应中， 倡导绿色低碳发展的环境规制具有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补偿作用［１１０］，
企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部分甚至全部抵消环境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１１９］， 同时降低社会的生态环

境负担， 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和环境保障， 从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提升企业的经营

绩效和环保绩效［１１０］。 陈 （Ｃｈｅｎ， ２０２３） 探讨了低碳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据分析表明区域碳

排放强度的降低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此外， 低碳发展驱动的环境法规、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和数字金融的发展都能够激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１１０］。 由此可见，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绿色生态发展需求

作为驱动前因为企业的数字创新实践提供了重要保障， 能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

促进经营绩效和环保绩效的提高， 为企业和社会发展提供长远价值。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意义构建、 组织多元化管理、 政治关联等非数字因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影响［１０，１２０－１２１］。 在意义构建的驱动效应中， 张建宇等 （２０２２） 研究得出组织意义构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驱

动因素， 有助于个体系统能力向组织系统能力的转化， 能够提升企业一般能力与动态能力相结合的组织

能力， 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１２０］。 在组织多元化管理的驱动效应中， 李等人 （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以能力

不足和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为样本， 研究发现采用组织多元化管理包括管理认知更新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ｒｅｎｅｗａｌ）、 社会资本开发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业务团队建设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ｅａ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和组织

能力建设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等方法， 可以提高中小企业感知和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的概

率， 从而重新配置组织资源、 能力和结构以推动数字化转型［１０］。 在政治关联的驱动效应中， 王雪冬等

（２０２２） 认为政治关联在驱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在

其中起到中介作用［１２１］。
综上所述， 在非数字资源驱动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中， 政府支持作为驱动前因能够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冲破企业创新桎梏， 提升企业的融资能力和创新能力［１０６－１０８］； 环境因素作为驱动前因能够为企业的数字创

新实践提供重要保障，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１０９－１１０］； 意义构建、 政治关联、 组织多元化管理等驱动因素能够

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１０，１２０－１２１］。 即在数字资源不足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情况下， 政府支持和环境资源

等驱动因素亦能够通过建立融资能力、 创新能力和动态能力等能力中介机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最终

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经营绩效以及在环保责任等方面的非财务绩效［１１０］。

六、 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特征与程度测量、 数字化及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 不同类型企业的

差异化转型特征以及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进行了全面梳理与系统分析， 得出研究结论， 具体如下：
第一， 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现有研究主要从技术驱动视角、 数据驱动视角和组织变革视角进行

探讨和诠释， 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定义为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资源分析， 使企业的多重属性 （如
业务流程、 组织结构、 商业模式、 与其他行动者的连接方式等） 产生重大转变， 从而能以一种更有效率

的方式实现组织目的的过程。 其主要特征包括： 以数字技术为驱动［５，２９］、 数据资源为核心［２４］、 涉及多重

属性的变革［２８］， 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３３］。 对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 现有研究主要从数字化基础设

施、 组织文化和业务流程、 数字化生态发展视角构建数字化成熟度模型， 不同视角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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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度量的侧重点不同。
第二， 数字化转型的理论基础包括数字化理论基本体系和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 数字化理论基本

体系包括数字平台理论、 数字生态系统理论、 数字架构理论、 数字集成能力理论和数字经济情境下的动

态能力理论； 中国情境理论支撑体系包括和谐管理理论、 非对称创新理论。 两种理论体系相辅相成， 构

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引领和指导体系， 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
第三， 产权性质差异会带来不同的数字化转型表现。 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所有制、 资源基础、

经营目标、 经营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其数字化转型表现也有所不同。 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两类企业在数

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 治理效应和创新效应方面的差异化表现。 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表

现出更显著的治理效应和创新效应， 但在经济效应方面， 研究结论存在分歧， 两类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

的经济表现还需根据特定研究情景进行分析。
第四， 在数字化转型实现机制中，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前因包括数字资源和非数字资源。 在数字

资源驱动型数字化转型路径中，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驱动企业建立集数字感知、 数字捕获和数字转型三

位一体的新型动态能力， 以此作为资源驱动成长路径中的关键中介机制［８，５３，１０２，１０５］， 推动企业实现数字化

转型， 提高企业在数字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财务绩效和在管理效率和生态合作方面的非财务绩效［１０２，１１３］。 在

非数字资源驱动型数字化转型路径中， 政府支持资源、 外部环境资源等驱动因素通过建立融资能力、 创

新能力和动态能力中介机制， 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高企业市场价值和经营绩效以及在环保责任等方

面的非财务绩效［１０６－１１０］。
（二） 未来展望

虽然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主题， 且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 但目前相关研

究仍处于早期阶段［１２２］。 本文认为未来研究可以从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方面、 不同群体的数字化转型对比

方面以及数字化转型驱动前因和过程机制方面进行拓展分析。
１. 细化对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的研究

（１）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研究数字化转型水平。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水平的研究聚焦于短期视角，
主要是基于数字基础设施、 组织文化、 业务流程和数字化生态发展角度构建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 但企

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 更应该考虑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可以从可持续

发展角度， 研究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 例如可供就业机会指数［１２３］、 数字责任指

数［１２４］ 等社会影响指标， 从而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同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持续

的引导。
（２） 建立统一的评估框架和标准。 现有数字化成熟度模型涉及的要素存在很多交叉和重复， 但由于

不同模型的研究对象不同， 因此同一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缺乏普适性和可借鉴性［３９］， 使得不同模型的评估

结果之间难以比较和衡量。 因此， 未来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数字化成熟度评估框架和标准， 明确评

估要素和指标， 并且在此基础上， 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需求， 建立具有行业特色的指标体系， 从而提

高数字化成熟度评估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促进不同行业之间数字化转型比较和经验分享。
（３） 融入中国情境因素。 现有数字化成熟度模型大多是由外国研究者提出并发展起来的， 对于中国

情景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一定的不适用性［３５］。 因此， 未来数字化成熟度模型的研究需要融入中

国情境因素， 结合中国体制与文化背景，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成熟度模型， 从而更好地为中国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和指导。
２. 探讨不同群体间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对比

（１） 针对产权性质差异展开案例对比分析。 现有关于产权性质的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主要集中在

实证研究领域， 鲜有学者对不同性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性的对比和分析。 因此， 未来可以对不

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展开系统的案例研究， 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异同点。
（２） 针对国别差异进行研究分析。 目前关于数字化转型主题的相关研究都是以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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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研究主体， 缺乏对于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较和分析， 这种局限性给跨国企业数

字化转型问题带来了挑战。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案例或实证分析深入对比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间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差异， 探究文化、 政治和经济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等， 有助于深入理解全球数字化转型的

发展趋势， 并为跨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
３. 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前因与过程机制

（１）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前因的组态分析。 现有研究通常基于单一维度考虑数字化转型驱动因

素的作用［３２］， 关注各项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但忽略了多因素交互形成的

组态影响， 各个因素间如何协同作用于数字化转型鲜有研究。 未来研究有必要借助定性比较分析 （ＱＣＡ）
方法探究不同因素之间的组态影响模式， 在讨论内部和外部因素对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基础上， 深入挖掘

各因素之间的具体关系， 更加全面地理解数字化转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２） 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的跨层机制。 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企业层能力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８］，

未能结合平台生态层能力共同考虑。 未来可以基于数字平台理论和数字生态系统理论， 补充探究企业平

台生态能力的数字化转型中介机制， 同时结合企业层的能力机制， 探究多层次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实

现的链式中介机制或跨层影响机制。
（３） 开展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的时间序列研究。 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机理处于学术研究前沿但仍

未得到充分讨论［１１３］， 现有研究只关注短期表象， 缺乏长期追踪和深入探究。 有必要从多个角度、 多个层

面对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机理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以推动数字化转型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未

来研究可以针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和中介机制在企业不同演化阶段的表现、 内在机理等问题进行讨

论， 探索数字化转型的时间序列， 深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与成果持续优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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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８（２）： ８９－１００．
［７５］ＲＡＩ Ａ，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ＥＳ Ｐ， ＳＡＲＫＥＲ Ｓ．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ｈｕｍａｎ⁃ＡＩ ｈｙｂｒｉｄｓ［Ｊ］ ． ＭＩ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９， ４３（１）：

ｉｉｉ－ｉｘ．
［７６］ＣＨＥＮ Ｔ Ｘ， ＱＩＡＮ Ｌ Ｈ， ＮＡＲＡＹＡＮＡＮ Ｖ．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ｆｉｅｌｄ？ Ｅｎｔｒａｎｔ ｔｙｐ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ｘｉｔ［Ｊ］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 ３８（１３）： ２５７９－２５９８．
［７７］ＩＯＮＥＳＣＵ Ａ Ｍ， ＣＬＩＰＡ Ａ Ｍ， ＴＵＲＮＥＡ Ｅ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２３（５）： １０３７－１０５９．
［７８］ＴＥＥＣＥ Ｄ， ＰＩＳＡＮＯ Ｇ．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ｉｒｍ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９９４， ３（３）： ５３７－５５６．
［７９］焦豪，杨季枫，王培暖，等． 数据驱动的企业动态能力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分析［ Ｊ］ ． 中国工

业经济，２０２１（１１）：１７４－１９２．
［８０］肖静华． 从工业化体系向互联网体系的跨体系转型升级模式创新［Ｊ］ ． 产业经济评论，２０１７（２）：５５－６６．
［８１］ＫＡＲＩＭＩ Ｊ， ＷＡＬＴＥＲ Ｚ．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 ｆａ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５， ３２（１）： ３９－８１．
［８２］ＷＵ Ｊ， ＶＡＨＬＮＥ Ｊ 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ｐｐｓａｌａ ｍｏｄｅｌ［Ｊ］ ． Ａｓ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２１： ６９０－７１４．
［８３］席酉民，刘鹏． 管理学在中国突破的可能性和途径———和谐管理的研究探索与担当［Ｊ］ ． 管理科学学报，２０１９，２２（９）：１－１１．
［８４］魏江，刘洋． 中国企业的非对称创新战略［Ｊ］ ． 清华管理评论，２０１７（１０）：２０－２６．
［８５］戴翔，杨双至． 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Ｊ］ ．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９）：８３－１０１．
［８６］郑博文，霍晓彤，冯海燕．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 技术经济，２０２３，４２（５）：２９－４４．
［８７］赵昕，单晓文，王垒．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脱虚向实［Ｊ］ ． 管理科学，２０２３，３６（１）：７６－８９．
［８８］戚聿东，杜博，温馨．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使命嵌入与模式选择———基于 ３ 家中央企业数字化典型实践的案例研究［ Ｊ］ ． 管理世

界，２０２１，３７（１１）：１３７－１５８．
［８９］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２１，３７（７）：１３０－１４４．
［９０］杨白冰，杨子明，郭迎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就业结构效应———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分析［ Ｊ］ ． 中国软科学，

２０２３（４）：１４１－１５０．
［９１］李琦，刘力钢，邵剑兵．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Ｊ］ ． 经济管理，２０２１，４３（１０）：５－２３．
［９２］肖静，曾萍，任鸽． 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双重绩效———地区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Ｊ］ ． 研究与发展管理，２０２３，３５（２）：

１２９－１４３．
［９３］鲁学博．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３（３）：６６－７６．
［９４］刘少波，卢曼倩，张友泽．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Ｊ］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２５（２）：６１－８０．
［９５］胡洁，韩一鸣，钟咏．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 ＥＳＧ 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Ｊ］ ． 产业经济评论，２０２３（１）：１０５－１２３．
［９６］王海军，王淞正，张琛，等．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 ＥＳＧ 责任表现吗？ ———基于 ＭＳＣＩ 指数的经验研究［Ｊ］． 外国经济与管理，２０２３，４５（６）：

１９－３５． 　
［９７］张国胜，杜鹏飞． 数字化转型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增量还是提质？ ［Ｊ］ ． 经济管理，２０２２，４４（６）：８２－９６．
［９８］孟猛猛，谈婧，王袁清清，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Ｊ］ ． 技术经济，２０２３，４２（２）：４２－５２．
［９９］肖土盛，吴雨珊，亓文韬． 数字化的翅膀能否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创新的经验证据［Ｊ］ ． 经济管理，２０２２，４４（５）：４１－６２．
［１００］贾西猛，李丽萍，王涛，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Ｊ］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２２，４３（１１）：１９－３６．
［１０１］ＺＨＵＯ Ｃ Ｆ， ＣＨＥＮ Ｊ． Ｃａ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Ｊ］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３， １９０： １２２３７８．
［１０２］李煜华，张敬怡，褚祝杰． 技术动荡情境下数字化技术赋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绩效研究———基于资源—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Ｊ］ ．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２０２２，４３（１１）：１６１－１８２．
［１０３］柳学信，杨烨青，孙忠娟． 企业数字能力的构建与演化发展———基于领先数字企业的多案例探索式研究［Ｊ］ ． 改革，２０２２（１０）：４５－６４．
［１０４］ＲＵＰＥＩＫＡ⁃ＡＰＯＧＡ Ｒ， ＰＥＴＲＯＶＳＫＡ Ｋ， ＢＵＬＥ 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１７（２）： ６６９－６８５．
［１０５］马鸿佳，王亚婧． 大数据资源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研究［ Ｊ ／ ＯＬ］． 科学学研究，２０２２［２０２３－０９－０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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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９２ ／ ｊ． ｃｎｋｉ． １００３－２０５３． ２０２２１２２８． ００１．
［１０６］陈和，黄依婷． 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 Ａ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Ｊ］ ． 南方金融，２０２２（８）：１９－３２．
［１０７］吴非，常曦，任晓怡． 政府驱动型创新：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Ｊ］ ． 财政研究，２０２１（１）：１０２－１１５．
［１０８］成琼文，丁红乙． 税收优惠对资源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Ｊ］ ． 管理学报，２０２２，１９（８）：１１２５－１１３３．
［１０９］史宇鹏，王阳． 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表现与作用机制［Ｊ］ ．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２１（２）：１４－２８．
［１１０］ＣＨＥＮ Ｗ． Ｃａｎ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３，

３２（４）： １２９２－１３０７．
［１１１］ＥＬＬＳＴＲÖＭ Ｄ， ＨＯＬＴＳＴＲÖＭ Ｊ， ＢＥＲＧ Ｅ，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１５（２）： ２７２－２８６．
［１１２］ＭＡＴＡＲＡＺＺＯ Ｍ， ＰＥＮＣＯ Ｌ， ＰＲＯＦＵＭＯ 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ｙ ＳＭＥ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１２３： ６４２－６５６．
［１１３］ＳＯＬＵＫ Ｊ， ＫＡＭＭＥＲＬＡＮＤＥＲ 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ｏｗｎｅｄ Ｍｉｔｔｅｌｓｔ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２１， ３０（６）： ６７６－７１１．
［１１４］ＧＨＡＳＥＭＡＧＨＡＥＩ Ｍ， ＥＢＲＡＨＩＭＩ Ｓ， ＨＡＳＳＡＮＥＩＮ Ｋ．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８， ２７（１）： １０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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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ｄｒｉｖｅ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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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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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ｓｋ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ｍｏ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ｗ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
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Ｏｎｅ ｉｓ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ｒｉｖｅ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ａ ｎ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ｒｉｖｅｎ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ｒｉｖｅｎ ｐａ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 ｋｅ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ｄｒｉｖ⁃
ｅｎ ｐａｔｈ， ｎ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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